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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说法论道 

 

拒不履行防疫义务的刑法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田宏杰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应以依法治理为原则，又要以科学治理为圭臬。患者

及其密切接触者拒不履行防疫义务等社会问题的法律治理尤其是刑事治理的目的，在于为疫情防

控提供有效的司法保障。而在高传染性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治中，减少聚集、加强

隔离本就是疫情防控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举措。适应这一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

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刑事案件办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

见》，坚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减少人群接触，不仅是对人命关天保持敬畏

的人道主义的彰显，更是助推我国疫情防控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践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至今，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部署开展防控，各界积极响应，

坚决行动贯彻落实。而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杂音甚至个别严重问题，有的疫情信

息披露不到位，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囤货居奇、哄抬物价趁势而上⋯⋯可以说，此次疫情防控，

既是医疗技术与新型冠状病毒的对决，也是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水平的较量。 

    实际上，经历过 2003 年非典疫情的我国，不仅在立法上早已建立起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

病防治法等严密的疫情防控和社会治理法律体系，而且在司法上更是出台了详尽的系列司法解释

和实施细则，既有针对疫情防控监管人员渎职腐败行为的规制，又有针对疫情防控相关物资生产、

经销企业等社会组织非法经营的治理，还有针对病毒感染携带者或其家属等密切接触者拒不履行

疫情防控义务行为的规范，等等。虽然疫情防控是系统工程，但由于病毒感染携带者及其密切接

触者乃病源所在，故其疫情防疫义务是否履行、如何履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疫情防控的成败。 

    正是基于此，传染病防治法第 39 条规定，医疗机构对甲类传染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

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应当隔离治疗，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

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经国务院批准，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采取甲

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因而病毒感染携带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下述行为，不仅因违反了传染病防

治法等前置行政法中的疫情防控义务而应受行政处罚，而且情节严重触犯刑法者，则可能面临刑

事犯罪指控和刑事制裁： 

    一是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者或其密切接触者，包括患有或疑似患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者，明知自己不履行报告、隔离等防疫义务可能导致病毒传播，却仍然出入公共场所，向他人甚

至向餐厅、食堂饭菜吐口水等，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 114条、第 115条第 1款的规定，

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由于此罪在主观上必须出于故意，既可以是直接

故意，又可以是间接故意，虽然间接故意犯罪是狭义结果犯，必须有法定危害公共安全结果的发

生方能构成，但直接故意犯此罪者，只要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即为已足。 

    上述人员虽非故意，但明知自己患有或疑似患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或与患者有过密

切接触，应履行防疫义务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治疗，却因害怕隔离等而不履行防疫义务，比如，

有的患者亲属，在患者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后，逃回家中躲藏，如过失造成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传播，情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应按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适

用刑法第 115条第 2款的规定，进行定罪处罚。 

    二是患者或其亲属随意殴打医务人员，情节恶劣的；追逐、拦截或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

侮辱、恐吓医务人员，情节恶劣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疫情防控物资，情节严重的；

在医疗机构起哄闹事，例如，在医疗机构摆放花圈、焚烧纸钱、悬挂横幅、堵塞大门或者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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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扰乱医疗秩序，造成医疗秩序严重混乱的，依据刑法第 293条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论处。 

    实践中适用此罪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1）在被害人有过错的情况下，寻衅滋事罪能否

构成？对此，有论者认为，寻衅滋事罪的前身系 1997 年刑法典中的流氓罪，故本着沿革解释的

立场，只有被害人无过错情况下的上述行为，才属于“流氓”行为，也才能构成现今的寻衅滋事

罪。笔者以为，这实属误解。以犯罪动机为依据，寻衅滋事罪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滋事型即无

中生有型，即被害人无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行为人无事生非滋扰他人，扰乱公共秩序。二是

寻衅型即小题大做型，即被害人存在一定过错，但既未故意引发矛盾，又对矛盾激化不负主要责

任，行为人借机闹事，且闹事程度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正常反应，仍可成立寻衅滋事罪。（2）寻

衅滋事罪与刑法第 234条故意伤害罪、第 267条抢夺罪、第 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第 291条聚

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或者其他侵犯公共秩序的犯罪

之间，有着交叉竞合的法条竞合关系。当某一具体行为同时触犯上述两种以上犯罪时，按重法条

优于轻法条的法条竞合处理原则，适用重法条定罪科刑。故而，行为人随意殴打医务人员，造成

重伤以上结果的，应按故意伤害罪，适用刑法第 234条第 2款、第 3款定罪量刑。 

    三是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依法执行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疫情

防控职务或职责的，依照刑法第 277条妨害公务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在此，应当指出的是，

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既非仅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的人身，也非专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

依法履行职责所使用的财产设施，而是依法进行的国家公务活动或其辅助延伸。所以，行为人只

要以暴力、威胁方式阻碍了疫情防控国家公务的依法正常进行，不管公务活动的实施者是否具有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身份，均系妨害公务行为。 

    由于无法律即无行政，法治视野下的国家公务不仅具有公务性、国家强制性特征，而且必须

依法进行。而对于公务活动合法性的判断，笔者以为，应采取折中的实质加形式说，从以下两方

面结合认定：一是在程序上，公务活动的实施者对于自己的身份及正在依法执行的公务向行为人

表明，是公务活动适法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前提。这样，既保障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

有效地防止了公务人员对于行政执法权的滥用。二是在实体上，公务活动实施者所表明的身份，

在其所执行的相关公务的一般权限内。例如，身穿警服、佩戴警衔标志、出示警官证和搜查证的

警察，可以进行疫情防控案件的搜查取证工作，但却绝不能进行税收征管活动。至于该实施者是

否具有执行该项公务的具体职权或者授权，由于其可经有权机关事后追认成为行政法上的合法公

务行为，故于公务合法性的认定不生影响。而公务活动适法的时间等判断，应以妨害公务行为实

施时的社会一般人为标准。 

    最后还应强调的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应以依法治理为原则，又要以科

学治理为圭臬。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拒不履行防疫义务等社会问题的法律治理尤其是刑事治理的

目的，在于为疫情防控提供有效的司法保障。而在高传染性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治

中，减少聚集、加强隔离本就是疫情防控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举措。适应这一要求，各级检察机关

在办理刑事案件中，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刑事案件办理

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坚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减少人群接触，不仅是对

人命关天保持敬畏的人道主义的彰显，更是助推我国疫情防控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科学践行。 


